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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微生物对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的响应是全面评价臭氧浓度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关键。本文简要回

顾了大气臭氧浓度升高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概况，介绍了土壤微生物对人工控制微域环境臭氧浓度增高的响应研究进展，并提出

了农田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与活性（包括硝化反硝化作用）、群落结构与功能（包括秸秆降解过程）、有益微生物（如菌

根真菌）及其调控技术是今后大气臭氧污染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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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和工业生产的迅

猛发展，地面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不断增

加，臭氧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污染气体。一般认为，

清洁大气的背景臭氧浓度为 0.02 ~ 0.08 μmol/mol，但

一些污染地区对流层臭氧浓度已上升至 0.10 ~ 0.20 

μmol/mol，并以每年 0.5% 以上的速率继续增加[1]。目

前在城市、农村甚至是一些边远清洁地区，臭氧浓度

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2-4]。对流层中的臭氧是一种对地

球上的生命体有害的气体污染物，其浓度变化会直接

影响许多化学反应及其他痕量气体的浓度，其浓度升

高势必会对整个生物界和地球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

响[5-8]。研究发现，近地层臭氧浓度升高对人体健康、

植物生长和生态系统均是有害的，国际、国内许多农

村地区的臭氧浓度均已达到导致作物减产的水平[9-10]。

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主要缘于人类活动，美国洛

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后学者们将臭氧浓度升高定为光

化学烟雾污染的标志，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日本等

许多发达国家也先后将臭氧和光化学氧化剂水平作为

判断大气质量的标准之一[11]。此外，对流层中的臭氧

也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在全球或区域变暖及系统

变化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IPCC（2007）评估报告指

出，臭氧对全球变暖的增温贡献已晋升至仅次于CO2

和CH4 的第 3 位，因而已成为大气化学领域一个同人

类生活及环境变化紧密相关的重要前沿课题[12]。 

 

 

 

 

自 1958 年Richards等[13]首次报道臭氧胁迫会伤害 

植物之后，学者们纷纷研究农作物、林木等的响应，

发现臭氧可直接作用于植物叶片，促使气孔导度下降、

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叶面出现伤害等，进而导致生物

量与生产力下降、作物减产[14]。欧盟曾成立合作研究

计划评估未来臭氧浓度升高对土豆品质及人类营养的

影响，发现土豆产量趋于下降，但品质产生了双向变

化——糖含量降低、N含量升高[15]。然而，Lawson等[16]

发现臭氧会降低土豆植株干重，但对茎块产量没有显

著影响。显然，如何进一步揭示臭氧浓度升高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机制显得非常必要。目前已有文献报道高

臭氧浓度对燕麦叶绿素、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含量等的

影响[17-18]，但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地上部分，尽管植

物根系也一直很受关注[19-20]，但关于生态系统地下过

程的研究还是较少[21]。事实上，臭氧对生态系统地下

部分的影响研究非常有意义[22]，不仅因为地下部分直

接关系到植物的水分利用、养分吸收以及生态系统的

物质循环，更重要的是因为该影响具有累积效应[23]。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生态过程的主要驱动力，也是评价

土壤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24-26]，阐明其群落演替及功

能变化规律已成为全面评价臭氧浓度变化对陆地生态

系统影响的关键。本文归纳总结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

升高条件下土壤微生物响应研究的主要进展，并提出

该领域今后需着重关注的研究内容与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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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微生物对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的响

应研究进展 
 

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在改变作物生长和粮食

产量上的作用已广受关注，但人类目前关于臭氧对土

壤过程的可能影响还知之甚少。2003 年，Andersen[27]基

于“C从大气经植物进入土壤再回到大气”的循环框架

讨论臭氧的作用，用碳水化合物信号的概念性模型研

究生理学上的响应以及可能发生的反馈机制，认为臭

氧有可能通过人类尚未认识到的方式对地下过程和整

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目前已有一些学者采用OTCs

（open-top chambers，开顶式气箱）、FACE（free-air 

component enrichment，开放式空气组分增高）以及

UV-B紫外辐射等方法探察高臭氧浓度对土壤微生物

生物量、活性、多样性及土壤呼吸、碳氮转化等的影

响，但因实验手段、研究对象、环境条件、臭氧水平、

暴露时间等的差异，研究不成系统、影响尚无定论[14]。

初步而言，高臭氧浓度很可能通过影响植物生长及其

根系分泌与落叶组分的方式间接影响土壤微生物。 

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可能通过改变植物枯叶

的产量和微生物营养源的有效性来影响森林N循环。

Holmes等[28]通过 3 年的臭氧FACE试验发现，臭氧浓度

升高显著降低N矿化总量和土壤微生物生物量N，而且

这种变化在不同树种之间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臭氧通

过减少向土壤中输入落叶以及改变植物树叶的组成来

降低微生物的生物量和活性。Scagel和Andersen [29]在贫

瘠土壤上研究发现，高臭氧浓度降低C在树根部的分

配，显著影响树苗根系和土壤的呼吸强度，改变土壤

呼吸熵，这表明臭氧充分破坏根系代谢，并与根际生

物产生交互作用，而土壤呼吸差异应是受到呼吸底物、

植物体内C的再固定以及土壤微生物活性等的影响；与

此同时，臭氧对不同类型土壤的呼吸和生物数量均产

生影响，虽然对植物根冠比没有影响，但对地下系统

的影响关乎根系获取营养和水分的活力，以及合成氨

基酸和植物必需蛋白的能力。 

Nelson等[30]研究发现，臭氧浓度升高下火炬松树

苗根系呼吸减弱，并证实了高臭氧浓度降低植物向根

系输送光合产物的理论，即通过减少根系分泌物进而

降低根际微生物的数量。Fitzgerald等[31]在野外利用

OTCs研究发现，臭氧浓度升高对土壤中降解过程的影

响应缘于残渣输入量的减少，而且高臭氧浓度下树叶

残渣的无定形碳水化合物含量降低，N、纤维素、木质

素的含量升高，树叶残渣在 20 周之后比对照要少降解

48%，但叶柄与茎皮残渣的降解差异要小一些。

Kasurinen等[32]于 1994—1996 年在野外OTCs中种植苏

格兰松树幼苗，发现高臭氧浓度在第 2 年对菌根真菌

侵染率和植株根冠比起到激发效应，但在最后 1 年消

失了；而且 3 年的高臭氧浓度对根系生长并没有产生

明显的抑制作用。Rinnan等[33]研究发现，紫外辐射对

菌根真菌侵染率有显著影响，并通过磷脂脂肪酸分析

发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确实发生了改变。 

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也会对土壤中C的分配

和转化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

性。Avery等[34]利用Biolog技术研究山地草原土壤微生

物群落对高UV-B辐射与干扰的响应，实验进行 7 年后

取样发现，高UV-B在干扰处理中增强了土壤微生物对

糖类、羧基酸类、聚合类与芳香类的利用能力，但在

无干扰处理中没有影响，表明UV-B 对土壤微生物C源

利用能力的影响受干扰与否的影响，且可能与植物分

泌物的质和量有关。Islam等[35]研究种植小麦或大豆的

土壤发现，高臭氧浓度下土壤有机C含量始终没有发生

改变，但微生物生物量C及其占有机C比例均明显下

降，土壤呼吸熵和微生物死亡量明显升高；土壤基础

呼吸始终没有改变，但田间呼吸比对照要低；结果表

明臭氧浓度升高条件下土壤是CO2的源。近来，陈展

等[36]通过盆栽实验指出，只有在高浓度的臭氧处理下

才会显著降低根际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指数。 
 
2  土壤微生物对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的响

应研究趋向 
 
当前，空气污染的严重性、普遍性和不断发展的

趋势及其对陆地生态系统造成的重大影响已引起科学

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对流层臭氧在空气污染现状与未

来发展趋势中占据重要角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

要课题[37]。如前所述，近年来对流层臭氧增长问题在

东亚地区显得尤为突出[38]，即低层大气体积分数增加

速度大于北半球其他中纬度地区[39-41]。例如，中国在

过去的十多年中 NOx 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的人为排放增至与欧美相近的水平，导致近地层臭氧

浓度也以惊人的速度升高[42-43]。Feng 等[44]利用 OTCs

研究水稻、小麦的产量与臭氧浓度的关系，认为1999 

年长三角地区因臭氧污染导致水稻减产 599 万吨、小

麦减产 669 万吨，经济损失分别达人民币 5.39 亿和 

9.36 亿。因此，东亚地区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已造成

大面积的粮食减产和巨额的经济损失，但国际上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以及一些草地，北欧涉及农田领

域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土豆等当地主食作物[16,45]。我

们知道，东亚是全球最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和粮食生产

区之一，所以在东亚地区开展臭氧浓度升高对农田生

态系统的影响研究具有突出的科学价值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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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已通过 OTCs 法开展臭氧浓度升高对

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针对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也有

一些探讨，但较少涉及土壤微生物领域。陈展等[36]研

究认为受对流层臭氧影响的主要是根际微生物，可能

是由于臭氧引起植物气孔关闭而限制了CO2 进入植物

叶内，降低光合速率，从而进一步影响光合产物在根

系的分配，主要表现为根系分泌物量的减少以及种类

的改变[46]。McCrady 和 Andersen[47]认为臭氧胁迫下

可溶性根系分泌物的改变可能影响根际微生物活性，

从而改变根际生态和营养动态；Edwards[48]研究表明，

臭氧浓度升高会降低植物根系有机物的分泌，抑制了

对土壤微生物无机、有机养分的供应，最终导致微生

物代谢和土壤呼吸降低。根系分泌物是根际微生物的

主要 C 源和能源，臭氧很可能通过影响植物根系间接

影响微生物[36]。因而，我们认为采用国际先进的、更

接近自然的 FACE 技术，在农田生态系统研究土壤微

生物对臭氧浓度升高的响应及其在高臭氧浓度下的功

能效应，对于完整阐明陆地生态系统的响应规律具有

重要科学意义。 

2.1  臭氧浓度升高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活性的  

影响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是指土壤中个体体积小于 5000 

μm3的活微生物总量，是土壤有机质中最活跃和最易变

化的部分，也是土壤有机质和养分转化与循环的动力，

其大小和活性直接影响养分的矿化和固定；又可作为

土壤中植物有效养分的储备库，该库的任何变化都会

影响土壤养分的循环和有效性，并能较早地指示整个

农田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49-51]。此外，土壤酶参与包

括土壤生物化学过程在内的自然界物质循环，在土壤

的发生发育与肥力形成的过程中起有重要作用，作为

表征土壤性质的生物活性指标已被广泛应用于评价土

壤营养物质的循环转化情况以及各种农业措施的作用

效果[52]。由此可见，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酶活性是土

壤微生物学特征的最直观指标，可以用于快速判断臭

氧对土壤微生物数量及活性产生的正负效应。 

研究表明，大气臭氧浓度的升高与环境中NOX的

浓度密切相关，且土壤NOX排放对全球排放总量有重

要贡献，而土壤硝化与反硝化作用是控制土壤NOX排

放的关键过程，对大气臭氧浓度的消长具有十分重要

的调控作用。此外，硝化作用是生物圈内N素循环的重

要环节，是判断土壤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探

讨土壤供N能力和判断土壤肥力时对于反映土壤理化

性状的综合作用具有很大意义[53]。虽然氨氧化为硝酸

为作物生长提供N素营养有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54]，

但硝化作用所形成的NO3
--N又易遭淋失而污染地下

水，更可通过反硝化作用损失而污染大气，所以具有

重要的环境研究意义[55]。由上可知，研究对流层臭氧

浓度升高条件下农田土壤硝化与反硝化作用的变化规

律，将是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重要工作。 

2.2  臭氧浓度升高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

影响 

臭氧浓度升高不仅能从表观上影响土壤微生物的

数量与活性，也可能从本质上影响它的群落组成及生

态功能。土壤微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是指土壤微生物在

基因水平上所携带的各类遗传物质和遗传信息的总

和，这是微生物多样性的本质和最终反映；土壤微生

物的功能多样性是指土壤微生物群落所能执行的功能

范围以及这些功能的执行过程，如分解功能、营养传

递功能以及促进或抑制植物生长的功能等[56]。遗传物

质改变或遗传信息突变是产生遗传多样性的根本原

因，而臭氧作为一种具有广谱杀菌作用的强氧化剂，

能与DNA、RNA等生物大分子产生反应，使其结构受

损甚至导致突变[57-58]。可以想象，持续高臭氧浓度定

会引发土壤微生物的群落演替和功能变化，而分子生

物学技术当是探察微生物群落结构演替的理想手段。 

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条件下土壤微生物群落

的演

减灾

大 氧浓度升高对陆地生态系统地上部

分最

替应是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土壤生态功能也应

产生相应的改变。我们知道，土壤中植物残体的分解

直接关系到地球C循环系统，并通过改变分解产物的可

利用N影响整个N循环[59]；然而，大气臭氧浓度升高下

植物体内的C得到重新分配，秸秆尤其是叶片部分的组

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60,28]，且土壤微生物群落也发生

了变化，所以土壤中的秸秆降解过程也可能会受到影

响。事实上，臭氧浓度升高会降低凋落物的质量和分

解速率，以及微生物的生物量、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进而会导致植株营养、植物竞争和物种组成的改变[61]。

因此，研究由土壤微生物（主要指纤维素分解菌）所

控制的秸秆降解过程对于加深臭氧对生态系统影响的

认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突破点。 

2.3  臭氧浓度升高下土壤有益微生物的变化及

调控技术 

气对流层臭

主要的影响应是植物生产力，而对地下部分的最

大破坏应是有益微生物。目前国内外有关臭氧浓度升

高条件下区分研究菌根真菌等有益微生物或作物土传

病菌等有害微生物的研究非常少，所以应有更多的精

力去关注它们。例如，菌根是土壤真菌侵染植物营养

根系形成的共生体，特别是丛枝菌根（AM）在促进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提高植物抗

逆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62-64]。农田不仅是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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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的重要资源库，而且具有广泛的 AM 宿主和良好

的环境条件，因此 AM 对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很大的潜

在影响力和应用价值。研究发现，臭氧不能穿透土壤

表面，它对外生菌根（ECM）侵染水平的影响是通过

降低光合产物和碳水化合物在根部的分配间接引起的
[65-66]，但目前人们尚不十分清楚 AM 真菌的群落结构

对大气臭氧浓度升高的响应机制和功能变化规律。 

此外，在臭氧浓度持续升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如何

统对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的响应研究

是不

考文献： 

, 任国玉. 全球变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man S, Crutzen PJ. Observations and theoretical 

DE. Long-rang 

, Adams R, Bingham G, Miller J, Preston E, 

度升高对植物

化学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自然科学进展, 

sphere: Large radical and formaldehyde 

in nature. 

, Zhou XJ, Luo C, Kiang CS, St. 

 Impacts of ozone on the biomass 

氮氧化物变化关系. 环境科学

文. 北京市夏季臭氧变化特征

n with 

志云. 臭氧对生态系统

pact of 

s JJ, Tulloch AM, Landon G. 

evated 

有效减轻其对农业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势在必

行。如果能充分利用 AM 增强植物抗逆能力的优势，

通过生物手段达到减灾的目的，对于控制臭氧农田灾

害将有积极的意义。例如，王曙光等[67]通过模拟大气

臭氧浓度升高观察其对蚕豆的影响，结果发现接种 

AM 真菌能显著缓解蚕豆根系生物量、根瘤数、结荚数

和籽粒重量的下降程度，减轻臭氧对蚕豆生长的胁迫，

这说明接种菌根真菌在控制或缓解臭氧农田灾害中具

有一定应用前景。在稻麦轮作农田生态系统中，小麦

是可被菌根真菌侵染的宿主，研究接种 AM 真菌对人

类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增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及

建立和发展高臭氧浓度下农田生态系统减灾的菌根调

控配套技术等，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结语 3

 
态系生

断继续和深入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也不断拓

展和丰富。为了科学评价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对

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围绕土壤微生物的响应研究已

日益显得重要。今后在模拟未来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

升高条件下开展土壤微生物区系、活性及应用等多方

面研究的同时，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两个要点：①农

田土壤微生物及其过程的累积效应。由于农业生态系

统中各种作物的生长期短，而且到了成熟期一般要收

割，所以能够连续响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的主要是

地下部分，即臭氧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

积累过程，这就需要对其累积效应进行长期定位研究。

②根际与非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差异响应。臭氧通过改

变植物光合产物的分配影响根系形态、生物量及其功

能，而根系释放分泌物到根际环境中为土壤微生物提

供 C 源和能源，所以可能通过改变根系分泌物的数量

和组成改变根际土壤微生物的组成和生态功能，因而

需要区分研究根际与非根际土壤微生物的不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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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Soil Microbial Responses to Elevated Tropospheric O3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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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vated tropospheric O3 concentration has altered the whole biosphere and eco-environment worsely, and has influenced indirectly 

on soil microbes. Investigating soil microbial responses was the key to evaluate terrestrial ecosystems’ change under elevated tropospheric O3 

concentr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elevated tropospheric O3 concentration effects o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nd introduced 

the responses of soil microbes under artificial environment condition with designed O3 concentrations. Then, more experiments were sugges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tropospheric O3 concentration on soil microbes, including soil microbial biomass and activity (such as 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uch as straw decomposition), as well as beneficial microbes (such as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controlling ozone disaster. 

Key words:  Elevated tropospheric O3 concentration, Soil microbe, Free-air component enrichment, Mycorrhizal regulati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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